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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点任务，传统治理模式普遍面临治理碎片化、管护效能偏低

等问题，数智化转型成为基层治理提质增效的必然选择。本文以佛山市J村“智慧吉利”平台为研究案例，

基于技术–组织–环境(TOE)分析框架，对农村人居环境数智治理的运行逻辑与实践推进路径进行探究。

研究表明，技术层面通过搭建立体感知网络、全域数字底座与场景化功能模块，夯实数智治理硬件与应

用基础；组织层面推动治理架构扁平化、队伍整合化、业务流程闭环化，重塑基层治理运行体系；环境

层面依托政策制度、区域经济与社会共治氛围，构筑全方位外部支撑，三者协同发力共同构成人居环境

数智治理的完整运行逻辑。我国乡村发展存在显著异质性，不能简单复制发达村庄实践模式，应当以分

类布局基建、厘清权责清单、拓宽资金渠道、弥合数字鸿沟等路径针对性推进。研究可为各地有强大集

体经济的村庄开展人居环境数智治理、加快乡村治理现代化建设提供理论参考与实践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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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mprovement of rural human settlements is a key task of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Tra-
ditional governance modes are generally confronted with problems including fragmented govern-
ance and low management-protection efficiency, so digital-intelligent transformation has become 
an inevitable choice to improve the quality and efficiency of grassroots governance. Taking the 
“Smart Jili” platform of J Village in Foshan City as a case,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operation logic and 
practical promotion paths of digital-intelligent governance for rural human settlements based on 
the Technology-Organization-Environment (TOE) analytical framework. The research reveals that 
at the technical level, the hardware and application foundation of digital-intelligent governance is 
consolidated by constructing a three-dimensional perception network, a global digital base and sce-
nario-oriented functional modules. At the organizational level, the grassroots governance opera-
tion system is reshaped by promoting flattened governance structure, integrated teams and closed-
loop business processes. At the environmental level, all-round external support is built relying on 
policies and institutions, regional economy and the atmosphere of social co-governance. The three 
dimensions work synergistically to form the complete operation logic of digital-intelligent govern-
ance for rural human settlements. There is significant heterogeneity in rural development across 
China, hence the practice model of developed villages cannot be simply copied. Targeted promotion 
paths such as classified infrastructure layout, clarification of power-responsibility lists, expansion 
of funding channels and bridging the digital divide should be adopted. This study can provide theo-
retical reference and practical examples for villages with strong collective economies in various re-
gions to implement digital-intelligent governance of rural human settlements and accelerate the 
modernization of rural 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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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乡村是基层治理的核心场域，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是补齐城乡基本公共服务短板、提升农民生活品质

的重要抓手。国家先后出台《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方案》1及《数字农业农村发展规划（2019—2025
年）》2等政策文件。在政策推动下，我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取得明显成效，但治理过程中仍面临碎片化

治理、治理缺乏主体性等难题[1]。随着数字中国建设的深入推进，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数字技

术正加速向乡村治理领域渗透，为破解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的传统困境提供了新的技术路径。数字技术的

嵌入为传统农村环境治理模式增添了新的活力，在一定程度上破解了在组织协同、主体行动等环节面临

的现实难题[2]。在此背景下，厘清农村人居环境数智治理的内在运行逻辑，探索适配乡村实际的落地路

径，成为当下基层治理领域的重要课题。本文基于 TOE 分析框架，以佛山市“智慧吉利”平台为案例，

 
1https://www.gov.cn/gongbao/content/2018/content_5266237.htm  
2https://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0-01/20/content_547094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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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解构数字技术嵌入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的运行逻辑，并提炼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路径，为新时代农

村人居环境治理现代化提供理论参考与实践借鉴。 

2. 文献综述与分析框架 

2.1. 关于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的研究 

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的研究起源于 20 世纪 70 年代的乡村建设运动，早期研究主要聚焦于环境卫生整

治、基础设施建设等硬件层面。而后学者们从不同学科视角提出了多样化的治理模式，部分研究认为应

采用项目制方案通过外部干预人居环境问题[3]；也有研究表明，村民理事会是推动村庄人居环境整治的

有效组织形式，通过资源的吸纳与转化、公共事务性质的转换以及治理过程的社会嵌入等机制，实现了

通过自治的治理[4]；还有学者提出构建行政、市场、家庭、自治为一体的多元主体共治模式[5]，以及“政

府引导、市场运营、农民参与”的合作治理模式[6]；部分学者关注外部资源与内在力量的互相作用[7]，
以外部资源–内部驱动的耦合为前提，激活内生动力形成“上下联动、内外共生”的可持续机制[8]。此

外，从治理工具的维度来看，主要聚焦于数字治理技术、公共政策以及长效管护机制等多元工具的应用，

以驱动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效能与运行效率的整体跃升[9]。从农村环境治理的用工模式来看，当前主要包

括行政主导模式、村民自治模式、服务外包模式三种[10]。 
关于农村人居环境治理困境，学术界主要聚焦于三个核心问题。一是治理体系的不完整性。有研究

提出，基层政府在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时，面临着规制工具与规则能力双重欠缺、法律制度供给不足

及权责界定模糊的现实掣肘[11]；也有学者从元治理角度分析了政府责任与农村环境治理体系不完善之

间的关系[12]。二是资源配比失衡。相关研究指出环境治理资源存在区域配置失衡现象，当前技术规范多

源于城市治理的延伸，尚未充分考量农村环境的特殊需求[13]。三是治理主体参与的不足。有研究揭示了

村民参与农村环境治理的意识薄弱、实际参与程度偏低的现实难题[14]。 

2.2. 关于农村人居环境数智治理的研究 

针对上述问题，学界主要围绕三个方面展开对于引入数字技术进行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的相关研究。

一是数字技术赋能农村人居环境治理应用场景与作用机理。有学者从数字化平台建设的多维度出发，探

讨农村人居环境数字化平台的完善路径[15]；另有研究指出，农村人居环境数字化治理的作用机理集中表

现为数字技术与基层共治机制的融合互补，建立起主体联结、资源整合、整体性协作和监督反馈四大机

制[16]。二是数字技术在农村人居环境治理应用中的困境及治理路径。有研究围绕数字赋能农村人居环境

治理的价值意蕴、偏差审视及优化路径展开系统解析，从理念迟滞、结构失衡、技术鸿沟、制度异化四

个维度审视实践困境[17]；农村环境数智治理还存在决策依赖、数字鸿沟、技术风险和制度滞后等深层脆

弱性[18]。三是分析数字技术对乡村治理主体关系、治理结构与治理流程的重塑。有研究发现数字技术通

过拓宽信息获取渠道、创新乡村治理模式，提升了农户对政策的了解、对村干部的信任感及邻里信任水

平，进而激发其环境治理参与行为[19]；而且数字技术将乡村场景中的全要素、多领域紧密联结，形成了

统一的治理体系，打通了人、地、物、事等各类公共数据资源，有效规避了传统体系结构中存在的参与

不足和权力碎片化等问题[20]。此外，还有学者研究政策制度、社会文化、经济条件等外部环境对乡村数

字技术应用的影响[21]。 

2.3. 基于 TOE 的分析框架 

TOE (技术–组织–环境)分析框架由托纳茨基(Tornatzky)与弗莱舍(Fleischer)于 20 世纪 90 年代提出，

考察技术应用场景、组织需求及与既有规则的契合度，已成为公共管理领域的重要分析工具。在数字政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6.15108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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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建设领域，有学者基于“技术–组织–环境”分析框架，系统探讨了数字政府建设的应用场域与影响

过程[22]；还有研究在 TOE 理论基础上引入场景维度，构建了“技术–组织–环境–场景”分析框架，

揭示了数字政府场景化治理的运行机制[23]。TOE 模型将影响技术应用效果的条件分为技术、组织和环

境三个维度[24]。基于 TOE 框架，本文构建了数字技术嵌入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的分析模型(见图 1)，其中

技术条件主要围绕技术本身的属性展开，涵盖技术基础设施、技术能力等核心要素；组织条件则关注组

织层面的特征，包括组织规模、结构形式及内部沟通机制等；环境条件聚焦于外部情境因素，如公众需

求、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等。技术、组织与环境三个维度的因素相互作用影响，共同推动数字技术在农村

人居环境治理中的应用与深化，进而提升治理效能。 
 

 
Figure 1. TOE-based comprehensive analytical framework 
图 1. 基于 TOE 的综合分析框架 

3. 研究设计与案例背景 

3.1. 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单案例研究方法，选取佛山市 C 区 J 村为研究案例，通过政府公开文件、新闻报道等二

手资料收集数据，结合 TOE 理论框架进行分析，探究数字技术介入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的运行逻辑与推进

路径。案例选取主要基于三方面依据，一是典型性，J 村作为珠三角城郊集体经济发达村庄，在乡村振兴

背景下率先推进人居环境数字化改造，面临数字平台落地、多元主体协同、村民数字素养差异等现实难

题，是数字乡村治理实践的典型样本，具备较强研究代表性；二是创新性，该村跳出传统人居环境整治

的行政推动路径，搭建“智慧吉利”数字化治理平台，构建技术赋能、网格联动、村民参与的数智治理模

式，其实践经验对同类城郊乡村具备借鉴价值；三是数据与方法的严谨性，本研究通过半结构化深度访

谈获取一手调研资料，同时结合政府公开文件、新闻报道等二手资料开展三角验证，保证资料信度与研

究结论的科学性。本文通过目的抽样对 10 名受访者开展半结构化访谈，村两委干部、网格员、平台运维

人员各两人，村民四人，围绕平台建设动因、硬件运维、工单处置及群众感受等议题设计访谈提纲。 

3.2. 案例背景 

佛山市 C 区 J 村地处城乡结合部，总面积约 3.5 平方公里，下辖 20 个自然村，曾获广东省文明村、

卫生村等荣誉。随着工业化与城镇化的推进，J 村面临人居环境整治任务重、管理难度大、治理主体协同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6.15108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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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足等问题，传统的人工巡查、粗放式治理模式难以适应精细化治理的需求。为破解治理难题，J 村依托

数字技术打造了“智慧吉利”管理平台，探索数字赋能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的新模式。平台深度融合大数

据、人工智能及无人机等前沿信息技术，构建了智能巡查、治安管理、三资管理、宗地管理、公共服务等

七大核心功能模块，实现村内人、事、物、企业的全要素智能化管理，有效破解村居管理事务繁杂、统筹

管理难度大等痛点难点。平台打通省市区三级数据接口，建成一村一库全要素数据库，归集 8 万余项核

心数据，实现了房屋、企业、村民数字化建档。在技术架构上，“智慧吉利”项目构建起无人机、AI 智
能摄像头及网格员三位一体的立体巡查体系，村居巡查效率提升、群众环境投诉显著下降。在安全保障

上，平台建立了“发现–上报–分拨–处置–反馈”的一体化闭环流程，确保人居环境问题从发现到解

决的全流程可追溯、可评估、可优化。“智慧吉利”平台的建设，不仅是 J 村从人治向数治跃迁的重要里

程碑，更是 C 区推动未来智慧村居治理模式在全区范围内复制推广的先行样板。 

4. TOE 框架下农村人居环境数智治理的运行逻辑 

4.1. 技术维度：技术嵌入与场景适配性 

在 TOE 框架中，技术条件涵盖了基础设施、技术能力等核心要素，决定着数智治理的技术起点与功

能上限。“智慧吉利”平台的技术嵌入逻辑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一是立体化感知体系的建构。依托无

人机 AI 巡飞、AI 智能摄像头识别垃圾堆积、污水直排，叠加网格员实地巡查，形成空地人协同感知网

络，实现从被动接诉转向主动预警识别。平台运维人员在介绍平台时说到：“AI 摄像头可以识别乱倒垃

圾，无人机飞一遍，山沟、围墙后面这些人不好去的死角全部看得见，系统会自动产生预警工单推送给

网格员。”但技术感知也可能带来监控泛化与误报问题，需要在效率与权利之间建立平衡。 
二是全要素数字底座的建立。“智慧吉利”平台打通省、市、区三级数据接口，建成一村一库全要素

数据库。以地理信息系统为支撑，将房屋、企业、人口、环境点位统一数字化建档，为人居环境资源调

配、研判分析提供数据基础。然而数据越集中，隐私泄露与权限滥用风险也越高，因此需要分级授权和

最小必要原则。 
三是场景化功能模块的适配。为破解农村人居环境治理中技术悬浮的难题，平台围绕基层治理的实

际需求设计了七大核心模块，将数字技术嵌入具体的治理场景。乡村数字治理中普遍面临技术悬浮困境

[25]，即技术应用浮于表面、难以真正解决乡村实际问题。而这种场景化嵌入路径恰是破解技术悬浮问题

的关键，通过人性化界面、本土化功能、闭环化响应机制让技术真正实现从有技术到会治理的能力转化。 

4.2. 组织维度：治理体系的重塑与协同 

在 TOE 框架中，组织维度关注结构、队伍、流程如何适配数字工具，实现技术价值释放。首先，平

台建设推动了组织结构的扁平化转型。传统的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组织模式往往呈现从镇到村再到组的多

层级科层结构，信息传递链条冗长。“智慧吉利”平台依托 C 区“城市大脑”的底层支撑，构建起区、

镇、村三级的纵向协同体系，区级提供技术中台，镇级统筹资源，村级具体执行，加速向网状结构转型。

正如学者指出，在数字技术的介入下，乡村基层组织正加速向扁平化、多中心化的网状结构转型[26]。村

委在访谈中提到：“以前环境问题上报要村报到镇，镇再分派科室，来回耗时间。现在平台上工单直接

派到对应责任人，区里面后台也可以看到处置进度。” 
其次，平台建设促进了治理力量的整体性整合。面对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中多部门分割、多主体分散

的管理困境，“智慧吉利”平台将多支队伍整合为综合网格队，实现了一支队伍管到底、一张网格管全

域。在具体运行中，平台依托生态网格系统实现一网统管，将原先条块分割的职能归集到统一的数据流

转与任务分拨机制中，但部门之间仍会存在一定的权责壁垒。有网格员谈到：“平台派单很快，垃圾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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堆这类简单问题我们现场就能处置，但遇到跨部门的污水管网、企业排污问题，光靠网格力量很难推动，

只能依靠平台向上转办，处置周期会被拉长。” 
最后，平台建设还推动了治理流程的标准优化与闭环管理。平台建立了标准化的业务处置流程，环

境问题的发现上报、智能分拨、任务处置、结果反馈等各环节均有明确的时限要求与责任主体。在基孔

肯雅热疫情防控工作中，平台成为防疫体系的中枢大脑，构建起科技赋能、闭环处置的防蚊灭蚊防疫机

制，有效支撑了蚊媒孳生地的精准识别、防控资源的科学调配以及人居环境问题的全流程闭环管理。 

4.3. 环境维度：政策、经济与社会的支撑 

在 TOE 框架中，环境维度聚焦于技术应用所嵌入的外部情境因素，如政策制度、社会氛围、经济发

展水平等外部条件。“智慧吉利”平台的实践表明，数字技术的有效嵌入离不开环境维度的制度保障与

社会支撑。从制度供给层面看，《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五年行动方案（2021-2025 年）》3等政策文件持

续聚焦数字乡村建设，明确提出要“用好现代信息技术，创新乡村治理方式”，为地方探索提供了明确

的政策方向。在地方层面，“智慧吉利”平台的建设得到了佛山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的统筹部署，

充分调用 CIM 地图、视频物联、AI 中台等各项能力和数据资源。 
从经济条件层面看，J 村集体年收入突破 3 亿元，为“智慧吉利”平台的建设与运维提供了坚实的资

金保障。而在经济发展相对薄弱的农村地区，数智治理往往因资金短缺而陷入建而不用或用而无效的困

境。经济条件与人居环境治理效能之间的正向关联，在相关研究中得到了实证印证，地区经济实力会极

大影响到地方环境治理资金的总量[27]。村干部解释道：“我们村集体收入还可以，才有资金持续更新摄

像头、无人机。不少周边经济弱村，硬件可能买得起，可每年运维费拿不出来，设备就闲置了。” 
从社会参与层面看，村民的参与意愿与能力间接影响数智治理的实际效能。村民作为信息被采集者、

被治理对象与治理效果感受者，其对数据采集的知情程度与接受意愿、对环境整治任务的配合或抵制行

为、对治理平台的评价与信任水平，会通过线下反映、投诉监督和舆论评价等方式间接进入治理流程。

有村民表示：“摄像头多了，是有安全感，但总感觉有人看着，数据存哪里我们也不知道。”当然，也有

村民肯定平台的作用，认为村里的道路和河流确实变得更干净了。 
综上所述，基于 TOE 框架对数字技术向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有效嵌入的逻辑进行解构可以发现，技

术、组织、环境三个维度的因素相互影响、协同发力，共同推动数字技术有效嵌入农村人居环境治理。 

5. TOE 框架下数智赋能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的推进路径 

5.1. 技术赋能路径：需求牵引与场景适配 

技术赋能路径的核心是构建适应农村实际的数智治理基础设施，应坚持需求牵引、场景适配、可负

担可运维的原则。首先，依据乡村类型实施差异化基建布局，梯次补齐数字硬件短板。我国乡村按照区

位、经济水平可划分为城乡结合部、中心集镇村、偏远传统村落三大类型。城郊经济强村可参考 J 村模

式，完善 AI 摄像头、无人机等立体感知网络，追求精细化治理；普通中心村优先完善 5G、基础监控、

移动端上报终端，聚焦基础治理功能；偏远集体经济薄弱村庄优先保障宽带通信基础网络，推广轻量化

小程序，不盲目采购高端设备。其次，锚定本土治理场景优化功能设计，推动技术服务下沉。各地在搭

建数字化平台时，应先开展基层需求摸排，围绕农村生活垃圾收运、公共空间管护、病媒生物防控等人

居环境核心工作，定制专属功能模块。简化平台操作逻辑，针对乡村基层工作人员年龄结构偏大、数字

操作能力偏弱的特点，删减冗余的专业功能，增设语音上报、一键派单、图文指引等轻量化功能。最后，

 
3https://www.gov.cn/gongbao/content/2021/content_566197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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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守数据安全底线，技术应用应坚持数据安全、最小必要、分级授权和隐私保护原则。农村人居环境数

据库涵盖村民个人信息、企业信息等敏感内容，各地需建立分级授权的数据管理规则，按照管理员、治

理人员、普通群众划分不同数据访问权限，严控涉密、隐私数据的流转范围。 

5.2. 组织重构路径：组织适配与权责匹配 

数智平台不仅是工具，更是组织变革的催化剂。技术–组织互构的实质在于技术推动组织变革，组

织为技术的发展设定规范[28]。这表明，平台的介入会触发组织的反应与调适，从而推动治理结构变迁。

技术引入必须与组织变革同步，坚持组织适配、权责匹配、基层减负的原则。第一，重构多元治理主体

的角色与关系。强化村两委的统筹协调作用，将工作重心从直接执行转向组织协调、监督评估与资源整

合；明确网格员的职责定位，通过平台实现网格员工作的标准化与规范化，将网格员打造为数智治理的

终端执行者；拓宽村民参与渠道，通过数字平台为村民提供问题上报、监督评价等参与途径；引导企业

履行环保责任，通过数字平台实现对企业环境行为的动态监管，推动企业与村居协同治理。第二，推行

权责、任务、属地三张清单制度。针对人居环境治理当中权责交叉、推诿扯皮问题，依托平台固化权责

清单，将垃圾治理、村容维护等任务分解到对应岗位与部门，系统依据清单自动分派工单，减少职责空

白与职能重叠。第三，创新全流程督导与动态激励机制。依托数字平台依托平台抓取处置时效、整改质

量、群众评价数据，实现量化考评，考核结果实时可查、全程留痕。在激励方式上，兼顾物质奖励与精神

表彰，对网格人员、村干部等工作人员实行积分制管理，积分与绩效补贴、评优评先挂钩。 

5.3. 环境优化路径：多元支撑与数字包容 

技术与组织的良性运转，离不开外部环境的全方位支撑，应坚持分层分类、多元筹资、长效运维和

数字包容原则。结合区域差异补齐外部短板，营造政策引领、资金充足、全民参与的治理生态，是数字

技术持续赋能人居环境治理的重要保障。其一，完善分层分类的政策制度体系，强化顶层引导与制度约

束。国家与省级层面持续完善数字乡村、农村人居环境数智治理的宏观政策，明确发展目标、建设规范

与扶持方向；市级、县级立足区域乡村发展差异，出台差异化建设标准、扶持政策等实施细则。其二，拓

宽资金供给渠道，构建多元可持续的资金保障机制。资金短缺是欠发达地区推进数智治理的最大阻碍，

需构建财政主导、集体补充、社会参与的多元化资金模式。各级财政设立农村人居环境数智治理专项经

费，重点向经济薄弱、基础设施落后的乡村倾斜；对于集体经济实力较强的村庄，借鉴 J 村经验，引导村

集体收益反哺人居环境治理；同时积极引导乡贤、涉农企业、社会组织等社会力量参与投入，通过公益

捐助、合作运营、服务外包等方式丰富资金来源。其三，开展数字培训，弥合乡村数字素养鸿沟。针对不

同群体制定差异化培训方案，面向村干部、网格员等开展技能培训。同时结合本村治理案例进行宣传展

示，让村民直观感受数智治理带来的环境改善、办事便利，主动接纳、运用数字化工具。 

6. 结论与启示 

本文依托 TOE 分析框架，结合佛山 J 村“智慧吉利”平台案例与实地访谈资料，探究农村人居环境

数智治理的运行逻辑。研究表明，农村人居环境数智治理是技术、组织、环境三个维度联动匹配的系统

性结果。技术维度提供硬件底座与场景化应用；组织维度完成治理架构、队伍、流程的重塑；环境维度

提供政策、资金、社会共治外部保障，三者相辅相成，共同构成数字赋能治理的完整逻辑。J 村案例表明，

将 TOE 理论框架用于乡村公共治理，不能只关注工具层面的治理效能，要把社会接受度、数字包容、隐

私保护等价值要素纳入考察，平衡技术效率与乡村社会的价值诉求。 
本研究局限在于案例属于经济发达城郊村，案例样本单一，结论普适性有待更多中西部普通村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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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心村案例进一步检验。后续研究可以扩大案例样本，对比不同经济水平村庄数智治理实践，也可以结

合问卷数据开展量化分析，测算各要素对人居环境治理效能影响强度等。同时，由于我国乡村发展差异

显著，推进数字化治理不可照搬统一模式，必须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基于研究得出三点启示，一是坚

守场景导向，所有技术建设围绕农村人居环境治理实际需求展开，杜绝技术悬浮；二是强化组织适配，

同步推进组织机制改革，实现技术与制度双向调适；三是培育长效发展生态，不断完善政策与资金保障，

常态化开展数字技能培训，构建多元共治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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